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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四川是典型的内陆省份,近代以前的市场呈现明显的内向型特征。 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以区域性的

土货交换为主,逐渐形成以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单一化流通体系。 开埠通商之后,在外部市场以及

通商口岸的传导效应下,四川重塑了商品流通结构,以土货与洋货之间的双向流通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单向循

环,推动四川经济外向化程度显著提升,成为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此进程中,四川依托长江航道与西南沿

边各口岸逐渐形成以重庆和宜宾为双核的区域市场网络,其中,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市场推动东向开放,以宜

宾为核心的川南市场主导南向开放,共同辐射四川其他市场的格局。 双核协同发展打破了传统封闭式的市场

格局,使四川外向型市场向更加开放的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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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进一步将“西部陆海新通道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 [1] ,标志其正式成为国家战略[2] ,旨在改变“西部地区出海的格局” [3] ,打破依赖长江出

海的单一模式,为重庆乃至四川扩大对外开放注入新的力量。 近代四川在外向型市场的空间演进过程

中,所依托的长江航运与西南沿边各口岸形成的陆海双通道格局是四川构建多元化商品流通网络的早

期实践,对近代四川市场外向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近代四川市场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江航道对四川市

场格局重塑、市场辐射范围、城乡关系演变等的影响[4-6] ,呈现单线条的研究趋势。 近年来,虽有从西南

沿边开放的视角研究四川市场的变迁,但多从商品外销、贸易路线的转移等层面进行探讨[7-8] ,并未将

其置于西部内陆地区构建双通道对外贸易网络,以及这一新通道对四川市场结构的转型影响这一层面

上来。 近代四川通过重庆与宜宾建构的双通道网络,其在打破封闭的地理空间与寻求多元出海通道的

内在逻辑,与当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 因此对四川外向型市场格局变迁研究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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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线与西南沿边开放双通道协同驱动的维度,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对四川市场转型发展的整体认知。

一、口岸开放前的四川内向型市场格局

四川一般对市场称之为场,场镇“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域空间、地理单元和经济中心

地” [9]8。 单就场而言,“是农民、乡村手工业者进行货物交换的场所,一般设置于城外的农村,以区别于

城中的市或场,多为四乡农民与乡村手工业者自发聚集兴起以交换各自所需” [9]8,其作为商品流通的载

体,亦是城镇商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依据各层次场市的功能将四川场市划分为基层市场、地区中心市

场、区域高级市场,以此为标准分析四川内向型的市场格局。
基层市场亦称为地方小市场或场镇农贸市场,“是以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为主

的贸易场所” [10] 。 发展至清代,“实际上已经成为土产的集散地,它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
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 [11]176。 简单来说,“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

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 [12]6。 “乡非镇则才不聚,镇非乡则利

不通” [13] ,是基层场市功能的真实写照。 这类市场虽然容量较小,却是市场数量最多的。
乐山县“在民国共有场市 53 个,创于明代的有 6 个,清代者 34 个,道光以前的 26 个” [14]90-98。 三台

“县属场镇 62 个,清代建立的达 44 个,乾嘉时期占 43 个” [15]86。 以成都所辖地区为例,“乾隆时期,成都

地区共有大小场镇 51 个,嘉庆时期共有场镇 195 个” [16]203。 由此可见,基层场镇已经错落地分布在四

川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遍及四川盆地区域,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活动能力的市场网” [4]98,为商品

流通创造了良好的交易环境。
此外,在这一层级的市场中,一些场市成为专门市场,专营一种或某几种商品的交易。 如崇义镇是蚕交易

的重要场所,为成都十二专业场镇之一。 簇桥镇是丝绸交易的重要市场,吸引着大批江西、贵州、陕西等外省

商人来此购买丝绸。 江油中坝是以药材为大宗的交易市场,附子“种出平武,殖在彰明,贸与江油之中坝

场”[17] 。 因专门市场在规模与数量上存在差异性,其在四川各地的分布情况有所不同。 虽是专业性场镇,但
并不排斥其他商品的流通。 四川的农村集市网与“商业城镇相协调,沟通城乡市场,成为商品流通网中的有机

组成部分,亦是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基础,是保障小农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18] 。
地区中心市场具有商品交易量大、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交通便利的特点,是一定范围内调剂商品的中

心场所,上通更高一级的市场,下连基层场镇,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区中心市场一般

位于交通要道,天然的交通运输优势赋予了市场集散与转运大宗商品的条件。 如泸州地处长江与沱江

的交汇处,成为自贡、犍为以及附近地区所产盐等货物的集散地。 沱江沿岸各场出产的糖与其他农副产

品与手工业品大多在此集中,然后转运至重庆、万县及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区的市场上进行销售,“其

地交易之巨,在四川省内,除重庆外,无能及者” [19] 。 乐山“城在青衣江与岷江合流处,泸水亦在县城附

近,先汇入青衣江,水陆要冲,民物殷阗,商贾辐辏” [20]42,青衣江与岷江沿岸货物多在此集散。 大多凭借

交通优势建立起来的地区中心市场成为大宗货物的集散与转运市场。 此类市场形成的原因并不能仅仅

从交通条件来考虑,“农村场镇的支撑与大城市的引导” [21]63,亦是其中心市场形成的关键因素。
多功能高级市场具有交易规模大、商品种类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且具有承担更大容量的商

品集散与转运的能力。 这类市场一般既能接受来自省内外运来的货物,又能根据市场信息将商品运销

出去,长途贩运的特点比较鲜明。
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之地理环境优越,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成为四川

重要的消费中心。 “任何一个城市,除其自身所具有的条件外,还拥有其所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区

域经济基础”。[22]成都以“广大的川西平原为经济腹地,以周围广大地区的场镇与中小城镇为依托,广泛

地吸引着大半个省区的商品” [23]66,成为各类商品的汇集中心。 至咸丰、同治年间,“成都城乡土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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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千上百种” [24]194,吸引着“南北各省客商往来贸易或在成都城乡坐列贩卖” [24]194。 成都市场“土腴

物衍,资货以藩” [25] ,流通的商品种类较为丰富,主要有“粮食、豆类、麻布、蚕丝、甘蔗、猪、牛、瓷器、炭、
杂货等” [13]204。 这些商品除一部分由成都消费外,多转运至四川其他地区以及外省。

成都境内的水运虽不及宜宾、重庆、万县等城市发达,但境内的几条河流,颇为繁忙。 “凡商贾舟

楫,由大河拨换小船,直通满城” [26] ,可见各地将商品汇集于此的盛况。 成都“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
此中商务之盛,一望可知,货物充纫,民户殷繁,自甘肃至云南,自岷江至西藏,其间数千里内,林总者流,
咸来懋迁取给” [27] 。

从地理空间上看,重庆介于我国中西部的结合点上,“内接腹地,外联江海” [28]140,不仅是四川与长

江下游各地联系的交通要道,亦是西南地区的门户。 以重庆为中心,“直接沟通了奉节、万县、涪陵、泸
州、宜宾及金沙江下游、云南宣威以北地区” [28]141。 由于宜宾、泸州、江津、重庆等在岷江、沱江、綦江、嘉
陵江的重要节点上,使“重庆与川西的乐山、成都、德阳、雅安,川中的自贡、内江,川南的宜宾、泸州,川
东南的涪陵,黔江地区发生了联系” [28]141。 以发达的水路运输网为纽带,重庆直接间接地与四川大部分

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甚至“四川至云南及至缅甸、印度,其起始点也由成都转向重庆” [29]336。 这一

地理位置与便捷的水路运输网使重庆成为四川对外贸易的枢纽。 四川境内各主要支流沿线地区的粮、
盐、油、药材、皮毛、生丝等通过水路汇集到重庆,除在重庆与附近地区销售外,大多运往长江下游以及西

南各省。
除此之外,这一层级市场的长途贩运以及跨省区贸易是基础市场与地区中心市场很难完成的,这种

贸易形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拉开了商业的长链,而这一链条又链接着两个市场条件截然不同的区域,
为商人们展开复杂的商业运作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30]34-37。 口岸开埠前,成都已经形成了长途贩运的行

商,主要负责将外地商品运入成都,亦将四川各地汇集到成都的商品向外省运销。 商品流通的范围相当

广泛,“北至陕西、甘肃、新疆;南至贵州、云南;东至湖北、湖南;西至川边藏区以及西藏地区” [24]220。 流

通的主要商品有生丝、药材、绸缎、茶叶等。 蜀锦“前清盛时,供全省之用,并销陕、甘、云、贵” [26] ,成都所

产大黄“江广客商贩运大黄来浙” [31]78,贵州银丝“已畅销成都” [32]266,云南“每年购入川布,计价银二十

余万两” [33]225。
重庆在清前期已表现出了区域性市场大规模集散与运销的能力。 当时,重庆“或贩剑南、川西、藏

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 [34] ,充分发挥着其调节区域市场货物贩进运出的功

能,尤其在川渝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学者提出区域经济的结节性,即“区域内存在一个经济核心和

一个互补性的外围区,核心与外围区之间存在功能一体化趋势” [35]4。 重庆与巴渝腹地明显地体现了这

一区域经济的结节性。
在四川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前,已经形成了遍及省内各地的场市网,多功能高级市场依托的大商

业中心城市是长途贩运的起落点,地方中心市场依托的中小型城镇是各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基层市场为

依托的农村场市成为广大小生产者与商人联系的纽带,然后通过商人将农副产品集中到地方中心市场。
“没有区域内各地市场的联系与呼应,中心市场或集市的辐射作用与吸纳作用就难以拓展,区域内各组

成单位间的有机联系就难以形成。” [36]45 将商品生产运销的各要素连接在一起,对四川省内外贸易发挥

着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口岸开埠之前,四川的商贸活动所对接的主要是省内以及周边市场,商品流通以区域性

的土货交换为主,形成以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单一化的流通结构,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并不密

切。 这种“以有易无”的传统贸易阶段,使四川市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内向型特征较为明显。
市场的封闭性制约了四川对外商贸的发展,因此,四川市场要想取得高质量的发展,势必要打破这种封

闭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四川构建多元化出海通道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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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江口岸开放与川东外向型区域市场格局的形成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随着沿江口岸的开放,四川固有的市场体系已有了进一步的改

善,四川经济中心的东移也见证了川东经济的发展。 市场发展程度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标

准。 至“嘉庆时期,川东地区有场 781 个,光绪时期,川东地区有 987 场,民国时期,川东地区约有 1
 

099
个” [37] 。 嘉庆至光绪时期川东地区市场增加了 206 场,光绪至民国时期增加了 112 场,可以看出川东地

区场数增速放缓,这并不代表经济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是市场整合的结果。 开埠之后,在口岸的调节作

用下,“逐渐减少了原始市场的成分” [38] 。 川东地区作为四川东向开放的前沿,重庆开埠无疑对市场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不仅与国内市场继续保持着商贸往来,更进一步与外部市场建立联系。
首先从国内市场来看,重庆开埠后,四川市场逐渐融入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进程中,与其他地区市

场的联系日益紧密。 以商品流通方面来说,相对于传统商品流通未发生很大的变化,更多表现的是区域

间商品互补的一种贸易联系。 食盐、蔗糖、手工业品、土货产品等在与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中依然较为

常见。 从其他区域输入四川所需要的棉花、土布等商品,与长江中下游城市密切的商贸往来逐渐形成了

长江流域整体市场。
从外部市场的层面上来看,自重庆开埠后,四川的市场被进一步打开,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海关贸易报告中统计的数据可以窥探这一时期四川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
 

表 1　 1891—1911 年四川进出口贸易概况 单位:关平两

年份
进口 出口

洋货 土货 土货出口 土货复出口 洋货复出口

1891 1371
 

027 94
 

003 1
 

389
 

683
1892 5

 

825
 

474 399
 

146 3
 

021
 

117
1893 4

 

575
 

298 499
 

630 3
 

667
 

235 70 269
1894 5

 

114
 

013 669
 

804 4
 

997
 

688 298 818
1895 5

 

618
 

317 1
 

238
 

816 6
 

396
 

743 104
1896 6

 

929
 

393 979
 

686 5
 

223
 

329 300 439
1897 8

 

444
 

081 2
 

776
 

468 6
 

751
 

258 297 134
1898 7

 

967
 

012 3
 

573
 

427 5
 

887
 

761 998 330
1899 13

 

075
 

176 3
 

884
 

726 8
 

832
 

775 24
1900 12

 

918
 

073 4
 

541
 

948 6
 

993
 

037 992
1901 12

 

598
 

741 2
 

555
 

333 9
 

114
 

476 322
1902 12

 

886
 

075 3
 

156
 

137 8
 

659
 

092 1
 

076 489
1903 18

 

073
 

921 2
 

873
 

981 8
 

276
 

796 1
 

996 582
1904 14

 

689
 

635 3
 

764
 

764 10
 

952
 

028 617 1
 

844
1905 11

 

557
 

918 5
 

007
 

671 11
 

169
 

256 282 2
 

936
1906 14

 

823
 

670 3
 

285
 

614 10
 

892
 

126 1
 

254 3
 

950
1907 13

 

322
 

794 2
 

653
 

253 11
 

079
 

936 9
 

489 590
1908 13

 

872
 

332 4
 

318
 

565 12
 

990
 

098 23 7
 

562
1909 14

 

048
 

720 4
 

238
 

757 14
 

177
 

958 80 857
1910 12

 

546
 

820 4
 

271
 

019 15
 

490
 

974 180 2
 

630
1911 12

 

559
 

400 6
 

511
 

236 10
 

069
 

575 78 961
1912 7

 

819
 

009 7
 

976
 

859 11
 

078
 

507 1
 

608

　 　 注:由各口岸进口洋货总数不在内。

资料来源:甘祠森. 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G]. 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19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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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1891 年重庆开埠以来,四川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开关第一年进口洋货 1
 

371
 

027
关平两,1899 年突破千万关平两大关,进口洋货值达 13

 

075
 

176 关平两。 1912 年进口洋货值较 1911 年

少了 4
 

740
 

391 关平两,应当是辛亥革命爆发等因素影响所致,进口整体上处于增长的态势。 进口商品

主要集中在棉纱、棉布、煤油、五金矿石、鱼介海产、纸烟、染色及颜料等。 以土货出口而言,开关之初基

本上徘徊在 500 万关平两左右,1904 年始突破千万关平两大关,为 10
 

952
 

028 关平两。 出口土货主要集

中在生丝、猪鬃、药材、桐油、皮毛、五倍子等。 土货复出口与洋货复出口在四川进出口贸易中由于数值

微小,不再单做分析。
表 1 所统计的四川进出口贸易的数据系重庆关的贸易统计数据,说明四川进出口的商品很大一部

分是经重庆关进口分销与集散出口。 1917 年之后,四川进出口贸易值要加上万县关的数据才算完整。
由此可以看出,重庆作为四川自有口岸,充分发挥了口岸调节进出口贸易的职能。 进口货物首先到达以

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然后以此为据点分销四川各地。 出口物资通过水路与陆路的方式,汇
集川东市场,然后集中在重庆、万县出口,逐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辐射川中、川西等

地区的区域市场格局。
 

重庆开埠以后,其在四川的经济与商业地位更加稳固,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其
市场辐射能力较开埠前明显增强,不可否认重庆对附近州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重庆开埠以后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发挥

着重要作用。 但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四川境内地形地貌较为复杂,“川西平原区、川北浅坵区、川南微褶

区” [39]314-340。 各区经济发展程度与生产方式等各不相同,尤其是川南、川西南、川西地区距川东较远,交
通不便,仅凭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很难辐射到这些地区的全部,影响较大的区域很大程度

上仅限于“水运沿线的商业城市,即乐山以上的大渡河、金沙江流域” [40] 。 重庆进口的棉纱“主要是少

数几个城镇的居民使用,这几个城市是重庆、泸州、叙府、嘉定,并且几乎全部为中产阶级购用” [41]185,其
余地区会选择其他商道来解决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问题。 比如,作为四川大宗出口的生丝,并不是全部以

重庆为出口中心,有相当一部分选择沿边地区进行外销。 “川南方面,由云南旱路运往腾越出口的生

丝,最盛时达到 15
 

000 余担” [42]12,占四川生丝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最盛时可与重庆关出口的生丝平分

秋色。 其他土特产品如药材、牛羊皮、猪鬃等亦有选择沿边商道流向外部市场。 经由沿边各关每年流入

四川市场上的进口商品达数百万海关两,尤其是现代化交通方式出现以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这一

现象更加明显。
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实例中得出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市场的经济辐射力是有限的。

 

表 2　 重庆开埠前后四川部分州县市场数

县名 重庆开埠前的市场数 重庆开埠后的市场数 增加数 增长率

双流(川西) 14(1877 年) 15(1894 年) 1 7. 1%

三台(川北) 39(1875 年) 52(1911 年) 13 33. 3%

乐至(川北) 20(1883 年) 24(1929 年) 4 20. 0%

长寿(川东) 31(1875 年) 46(1911 年) 15 48. 4%

丰都(川东) 48(1891 年) 75(1907 年) 27 56. 3%

垫江(川东) 27(1891 年) 33(1900 年) 6 22. 2%

江津(川东) 73(1875 年) 102(1924 年) 29 39. 7%

丹棱(川南) 9(1892 年) 11(1923 年) 2 22. 2%

名山(川南) 17(1892 年) 23(1930 年) 6 35. 3%

　 　 资料来源:酉川正夫. 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社会状况[G] / / 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 45 册.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

据表 2 可以看出重庆开埠前后四川部分州县市场的变化情况。 重庆开埠之后,三台、长寿、丰都的

市场数增加超过 10 个。 丰都增长最快,由 48 增加到 75 个,距离重庆较近的州县市场均有了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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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 距离越远,其辐射力度相对来说就会越弱,位于川西的双流市场数近 20 年仅增加了 1 个。 当

然仅凭部分州县的市场变化很难说明重庆市场辐射范围大小的问题。 下面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
 

表 3　 清末金堂、新都两县商品来源及价值 单位:以银千两计

县别 省内商品 省外商品 国外商品 总计

金堂县 250 20 30 300

新都县 206 40 40 286

两县合计 456 60 70 586

　 　 资料来源:根据《金堂县乡土志·商务》《新都县乡土志·商务》有关资料进行计算。

这里以金堂县与新都县的商品来源进行比较。 两县商品来源主要集中于省内,省外商品与国外商

品在市场上流通占次要地位。 新都县省内商品占比达 72. 03%,金堂县的省内商品占比更是高达

83. 33%,整体上来看,国外商品在市场流通所占的比重约在 12%左右。 这个统计结果是成都下属两县,
如果是更偏远的地区,国外商品的比重应该更低。 仅以此两县的商品来源分析远远是不够的,可以借四

川省内贸易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 4　 四川部分州县省内商品流通概况

州县 西充 江津 盐亭 新繁 新都 温江 蒲江 南部

输出商品销售省内州县数 17 21 5 6 4 16 10 15

输入的商品来自省内州县数 12 20 25 17 7 7 14 7

　 　 资料来源:根据所列州县清末乡土志数据进行统计。

据表 4 可以看出,西充、江津、盐亭、新繁、新都、温江、蒲江、南部以省内各州县之间的商品互通为

主,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数为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 如蒲江县“输出的商品总值约 11. 7 万两,主要有稻

米、蚕丝、蓝靛、白蜡、炭、茶叶、竹木等。 输入的商品总值 16. 3 万两,其中鸦片、叶烟、蔗糖等农副产品

约占 40%,绸缎、纸张等手工业品约占 36%,机制棉纱、棉布仅占很小一部分” [43]161。 新都县“输出的商

品总值 53 万两,其中粮食 43. 2 万两,占 81. 5%,其余则是叶烟、牛羊皮、猪鬃等农副产品,输入的商品总

值 30 万两,蚕丝、棉花等农副产品 14 万两,占 47%,盐、纸等手工业品 8. 5 万两,占 28%,机制棉布、棉纱

等工业品仅有 25%” [44] ,可以看出省内各州县之间的商品流通占主要部分。
从另一方面来看,贸易环境发生变化时,会极大地削弱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市场对贸易的调节功

能。 在抗战时期,“长江航运之被敌封锁,西南、西北国际通道之开辟与夫各省间物资之交流转运等,均
使四川省内之集散市场,形势为之转移” [44] ,“结果遂形成若干新兴之贸易市场,除川东之重庆、万县外,
如川南之泸县、宜宾、乐山、雅安;川西区之成都、灌县;川北区之南充、广元等地” [44] 。 各中心市场(尤其

是川南、川西南、川西)值此境况,遂选择其他商道经营本地区的对外商贸。
1932 年,淞沪战争爆发,长江航运受阻,四川贸易量下降,当年进出口贸易值 2

 

822 万关两,比 1931
年 5

 

239 万关两少 47%,连续三年下降。 至 1937 年底和 1938 年 10 月,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四川

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1938 年进出口值 1
 

932 万元,比 1937 年的 4
 

266 万元减少 55%[45]3-4。
至抗战后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川东南市场,辐射范围明显缩小,以棉花与棉纱为例进行分析,

“棉花的销售区域,在抗战前本地占 20%,外埠占 80%,抗战爆发后本地占 60%,外埠占 40%” [46]30,65、
“重庆所需部分棉纱转向贵阳、昆明采购,上游大河区销量明显减少” [46]68-70,并且很大一部分进出口商

品的流通需要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市场进行调节。
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出海通道,固然是近代四川打破封闭格局的重要因素,但过度依赖单一出海通

道,辐射力度有限,并且使四川市场外向型发展受制于长江中下游乃至国际市场的冲击。 尤其在全面抗

战时期长江航线阻塞时,单一通道的弊端迅速显现,逐渐丧失调节四川市场发展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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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单维度的通道开放因辐射力度有限,无法惠及川省其他市场外向型的发展。 在通道受阻时,这一现

象更加明显。 面对这一现状,四川构建南向开放的陆海新通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西南沿边开放与川南外向型区域市场格局的开拓

西南沿边开放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开辟了一条贸易路线,而是四川构建了一条东向长江航道之外

连接东南亚的战略通道。 如果说重庆开埠开启了四川东向开放的通道,那么以宜宾为枢纽,经云南沿边

各口岸连接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商贸网,则为四川真正意义上的南向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川省这一开

放格局的演变并非区域贸易网络的简单延伸,而是四川对外陆海通道的建构。 这一陆海通道以四川为

腹地,宜宾为南向通道的枢纽,沿川滇交通线与西南国际交通线,经云南沿边各口岸对接仰光、海防等外

部市场的陆海联运体系,正是当今西南陆海新通道西线主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边开放之后,为四川南向开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四川要实现与沿边各市场以及外部市场(南

亚、东南亚等)进一步的商贸互通,必须寻找一个南向开放的前沿阵地。 以区位优势来看,“川南经济区

既承接成渝,也辐射云贵北部,堪称成渝经济区脊梁,是四川南向开放,联系南贵昆和泛珠三角,进入东

南亚的重要门户” [47]1。 宜宾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沿边地区频繁的商贸往来,成为“川、滇、黔结

合部最大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 [48] 。 另一方面,从地理区位上看,“四川具有从陆上沟通太平洋

和印度洋,连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三大市场中心枢纽的区位优势” [49]144。 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宜宾

更适合作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重要节点城市。
宜宾作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门户,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历史

上宜宾“扼四川出入云贵、通往南亚之咽喉” [50]24。 发展至清代,以宜宾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更加便利。
“东线:宜宾城、金坪、象鼻、大观、蔸山铺、富顺县、内江县、椑木镇、蒋家寺、李市镇、石燕桥、隆昌县、荣
昌县、重庆府。 南线:宜宾城、南广、月江、龙头、红桥、古宋、叙永厅,贵州毕节、遵义、贵阳。 西线:宜宾

城、三官铺、柏树溪、窦坝、安边、大滩、黑林子、书楼铺、福延、屏山县、马边厅、峨边厅、雷波厅、越雋厅。
西南一线:宜宾城、南广、赵场、来复渡、庆符县、高县、云南盐津县、昭通、曲靖、昆明。 西南二线:宜宾城、
三官铺、柏树溪、窦坝、安边、大滩、横江、捧印村、燕子坡、云南盐津县。 北线:宜宾城、打铁铺、永兴场、白
花场、兴隆铺、双石铺、自流井、威远县、简阳、成都。” [51]137

至清代,围绕宜宾已经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以此为中心,东通重庆,南达贵阳,西南至昆明、盐
津,西以广大川西为腹地,北上成都,成为附近省区的货物集散地。 “地区所属各附近县,农工牧副业,
土特产品皆汇集城市,上溯岷江犍、乐、成都雅安等地。 沿金沙江上溯屏山、新市镇和横江、关河、老鸭

滩,再转陆运至昭通、威宁、毕节以达贵阳、昆明等地。 顺长江而下,可达南溪、江安、江津、渝、万、宜昌、
武汉、直抵上海,畅通无阻,形成了以宜宾为中心的川西南市场” [52]91-92。

从四川南向开放的层面来看,宜宾既发挥着进口商品(沿边方向)分销的功能,又要将川南、川西南

土特产品集中起来运至昭通、昆明转运出口。 沿边各关海关贸易报告反映出凭子口单指销四川的进口

商品主要集中在川南地区。 1889—1902 年,蒙自关与思茅关指销四川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叙州、会
理、建昌等” [53]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川西南地区。 沿边开放以后,“云南帮在宜宾贩运棉纱、布匹等进

口洋货” [54]1,然后再以宜宾为中心转运川南、川西南的其他市场。 从四川土特产品南向出口来看,宜宾

的集散功能进一步增强。
宜宾是猪鬃生货的一个集散市场,“除重庆集中洗制外,川东方面要算万县,川北方面要算南充,川

南方面毗连云南,而云南鬃运宜宾,又兼川西方面的鬃部分运宜宾,每年集散三四十万吨之多” [55]72。
金、岷两江和云、贵两省有几十个县区的山货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绝大部分运经宜宾中转,也是上述

地区所需日用必需品的重要供应基地” [52]82-83。 其他土特产品亦在此集散,清末光绪年间,“川滇黔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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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油、药材、山货等商品,在宜宾集中交易” [52]69。 然后,大商号“从叙府南运桐油、五倍子、猪鬃、黄丝,经
昆明转运缅甸、印度” [56]452。 总的来说,清代后期及民国年间,“宜宾城已成为川南物资集散地,云南贵

州的山货、药材、水果,下江都市的百货、棉纱、花纱、五金电料,乐山、成都的绸缎,高县、庆符、长宁、珙
县、筠连、兴文、南溪等各县的粮食、油料、茶叶大批涌入市场,集市贸易一度兴盛” [57]270-271。

在抗战时期,宜宾作为集散中心的功能更加突出。 1939 年春,四川桐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
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奉原行政院令,“规定四川桐油、丝蚕价格”,并指定“渝、万、叙、泸四处为桐油输出口

岸” [58]116,其中宜宾的重要性已充分凸显出来。 长江运输阻塞以后,“香港、上海、广州、印度、缅甸等地

的货物,皆改道经海防、昆明运至宜宾,再转运长江下游重庆、万县以及湖北地区一带,宜宾顿时便成了

外地迁来空袭避风港和新的进出口转运大港” [59]27。 随着“海防、西贡相继陷落,再由滇缅公路,陆路运

来昆明,改交人背马驮运来四川” [59]63。 尽管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依然无法满足大量的战争物资

与生活物品急需运输的需求,传统运输方式的马帮一时间成为运输的主力。 1939 年 4 月,叙昆驿运线

开通,成为全国重要的驮运干线。 当时在昆明的永昌祥、茂恒商号“率先来昆明站托运棉纱 1350 驮、茶叶

38 驮、匹头 108 驮、小百货 98 驮,共计 1
 

596 驮,预定 30 天交运叙府。 兵工署驮运汽油、柴油、铜饼、TNT 炸

药 400 驮” [56]452。 回程货物由叙府配给,“叙昆干线上很快出现了驿马对运的频繁运输现象” [56]452。
1939 年 7 月,总处副处长王炳南前来昆明视察,对昆明站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重庆市场上已有

云南茶叶,还有缅甸进口的匹头、棉纱、军工物资铜饼等都是由昆明起运而到四川的,对抗日战争大后方

起了很大的作用” [56]453。
 

表 5　 1939—1945 年由畹町出口物资情况表

出口物资名称 数量 备注

桐油 84 吨

五倍子 75 吨

猪鬃 9 吨 3
 

000 公斤

黄丝 3 吨 300 公斤

药材 1 吨 400 公斤

合计 172 吨 3
 

700 公斤

物资由叙昆线运至昆明由资源委员会转运

到缅甸仰光、印度加尔各答

　 　 资料来源:马廷壁,黄恒蛟. 云南战时驿运[G] / / 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 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1992:459.
 

表 6　 1939—1945 年由畹町进口内运物资情况表

品名 数量 备注

兵工物资 20
 

002. 4 吨

棉纱匹头 87. 5 吨

小百货 6 吨

云南茶叶 2. 3 吨

合计 200
 

098. 2 吨

由兵工署托运至昆明,永昌祥、茂恒及云兴

银行(光文银行)由叙昆线马帮运至叙府

　 　 资料来源:马廷壁,黄恒蛟. 云南战时驿运[G] / / 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 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1992:459.

根据畹町进出口物资情况表可以看出,1939—1945 年经由叙昆线运输的出口物资达 173 吨,输入

的进口物资 200
 

098. 2 吨。 出口物资先集中宜宾,然后沿叙昆线运至昆明转运出口。 进口物资由昆明

沿叙昆线运至宜宾,然后“大量进口物资通过叙昆干线驿运叙府后转川江航运,运至重庆以及四川其他

地区” [60] ,宜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川西南地区也有其他驿运路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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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泸昆线亦承担部分运输,其运输路线的长度 1
 

120 公里,相较于叙昆线运输长度 610 公里为远。 形成

了叙昆线为主,泸昆线为辅的运输布局。
同时,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亦沿叙昆线通过马帮驮运的方式输送进出口物资。 如国民政府需利用

桐油偿还 3
 

000 万美元的贷款,由汽车运送桐油经滇缅公路至仰光出口,无法满足其桐油输出的要求,
“遂在叙府设置储运站,一方面加紧收购桐油,另一方面赶制适合驮运的木桶装油,交由交通部叙昆驮

运管理所,承运至昆明,然后再转运出口。 仅 1939 年 4 月至年末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贸易委员会交由

驮运管理所运送到昆明的出口物资达 1
 

000 余吨” [60] 。 当然,这只是马帮驮运的数量,在滇越铁路与滇

缅公路停止运输以前,其运送量要远大于此,说明这一时期宜宾为四川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及支援抗战

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的其他市场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泸州处于长江、沱江的合流处,“历

来为川南、滇东、黔西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61]342,并且为“宜宾、重庆、自流井、贡井、资中输出入商

品之转运地” [62]76,有“天生重庆,铁铸泸州” [63]的美誉。 抗战爆发后,沿边各关成为大后方与国际联系

的重要交通要道。 国民政府遂决定从四川经云南与外部市场取得联系,修筑川滇东路与滇缅公路,途经

“隆昌、泸州、叙永、毕节、威宁、曲靖、昆明、大理、芒市、畹町入缅甸的南坎、八莫等镇” [64]408。 此一路段

“较由重庆经贵阳而至昆明,短 240 公里” [58]116,交通更为便利。 战时的战备物资与生活物品沿这条路

线从缅甸输入泸州,在兰田坝卸货,然后由水路或者陆路分销大后方及前线阵地,成为后方以及四川各

地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据点,一度成为“桐油输出的重要口岸” [58]116。 1938—1945 年,经由该路线,“年输

出大米 21 万石、蚕豆 3. 7 万石、小麦 1. 6 万石、大豆 1. 1 万石、菜油 100 万市斤、桐油 6 万市斤,主要销往

自贡、内江、合川、重庆、万县、宜昌、汉口等地;年输出猪鬃 20 万市斤、羊毛 6 万市斤,销往重庆、上海;年
输出桂圆 40—60 万市斤,销往湖北、贵州以及省内各县;药材每年输出 1

 

500 吨” [61]343。
乐山“位于岷江与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处,三面连水,一面连路,交通便利,工商发达,被称为上川南

重镇” [65]1。 川滇西路“由乐山至西康的西昌,再经会理至云南大姚、祥云接滇缅公路” [66]216。 “峨眉之

蜡、丝、黄连,雅安、洪雅之竹木、药材,新津、崇庆一带之油、麻,江津、犍为之酒,宜宾、南溪之糖” [66]216
 

,
多以乐山为集散中心。 战时乐山具有经沿边各关运销生丝的便利,“合川分处曾以仓存大车丝全部运

渝后,经四川分公司直接运往乐山分处制炼” [67] 。 上川南地区的生丝,“十分之一运至成都附近各地销

售,其他十分之九,则专销乐山” [68] 。 集散生丝最盛时,“每年约有六七千担” [66]24。 生丝除少量自销外,
大部分用来外销,“1933 年产量增至 3

 

000 余担,主要销往上海、缅甸,自 1930 年之后主要以缅甸为主销

地” [69] 。 其他商品,“桐油、棬油和白姜、黄姜、黄连等药材,茶叶、蚕丝、白蜡部分转云南出口。 进入 30
年代,中药材外销达 30 多个品种,一般年销白姜 900 多市担、黄连 1

 

010 多市担,蚕茧最高年销 8 万市

担,茶叶 1. 2 万市担,白蜡 8 万多市担,桐油 1. 5 万多市担,棬子油 4. 2 万市担” [66]194。 1937 年下半年,
“乐山进出口贸易值达 3

 

295
 

771. 86 元” [70]462-463。
内江地处沱江中游,与资中互通有无,以此达金堂之赵家渡。 沿此而下,则与富、泸一带物产互相调

剂,又居成渝公路的重要节点,“渐成货物流通枢纽” [62]76,周边货物多由此集散,行商较为活跃,转口贸

易的功能较为突出,是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沿边开放以后,为四川南向开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沿边各关以及各市场成为四川

与外部市场沟通的重要据点。 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市场,成为四川承接沿边口岸进出口货物的

重心,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以后,这种转变更加明显。 四川市场结构在沿边口岸的调节作用下,逐渐发生

了空间上的变化。 若单以四川南向开放的层面来看,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区域市场所发挥的作

用,就好比四川东向开放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市场所占据的地位那样重要。
四川在沿边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这一市场结构的变化,并非仅仅服务于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市场与

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市场,而是由川东、川南两个区域市场共同辐射到四川其他市场。 研究这两个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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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区域市场对进口商品的分销以及土特产品的集散便会发现,四川其他市场土特产品的流向主要是东

向流入川东市场,南向流入川南市场,然后有序地进入外部市场。 进口商品则遵循就近原则,流入各自

市场所辐射的地区。 相较于沿边开放之前,四川的市场结构布局更趋合理,开放的程度更高。
近代川南外向型市场的开拓,并非简单的区域市场格局的重塑,而是四川构建通向东南亚的南向陆

海联运通道的早期尝试,尤其是抗战时期四川东向长江航道被封锁,南向陆海通道作为物资进出口的重

要生命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近代以来,伴随着沿海、沿江口岸的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四川市场逐渐由内向型结构转变为外

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格局。 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川东南与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川西南区域,在长江航

线与西南沿边开放构筑的陆海通道的驱动下,形成了辐射全川的外向型市场体系。 这一市场格局的形

成对近代四川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能,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市场格局,增强了区域经济与全

国乃至世界市场的联系;外向型商贸的拓展带动了相关产业与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亦促进了商业信息的

流通与观念的更新,为四川经济的近代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在建设“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 [2]4 的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重庆乃至四川应进一步汲取历史经验,发挥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枢纽

作用,加强推动南向通道的建设,尤其是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干线重要省份云南的联动,将历史

时期形成的川滇缅印经济走廊,建设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新前沿。 在此基础上,重庆乃至四川将成

为对接“一带一路”内外联动的重要战略枢纽,其外向型市场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势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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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chuan
 

is
 

a
 

typical
 

inland
 

province,
 

and
 

its
 

markets
 

before
 

modern
 

times
 

exhibited
 

obvious
 

inward-
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in
 

the
 

market
 

was
 

mainly
 

regional
 

exchanges
 

of
 

local
 

products,
 

gradually
 

forming
 

a
 

single
 

circulation
 

system
 

dominated
 

by
 

essential
 

living
 

supplies
 

such
 

as
 

grain
 

and
 

salt.
 

After
 

the
 

opening
 

of
 

ports
 

to
 

trade,
 

under
 

the
 

transmission
 

effects
 

of
 

external
 

markets
 

and
 

trading
 

ports,
 

the
 

structure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
 

Sichuan
 

was
 

reshaped.
 

A
 

bilateral
 

circulation
 

system
 

of
 

local
 

and
 

foreign
 

good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one-way
 

cycle,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Sichuan’ s
 

economic
 

outward
 

orientation
 

and
 

becoming
 

the
 

main
 

trend
 

in
 

market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Sichua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regional
 

market
 

network
 

with
 

Chongqing
 

and
 

Yibin
 

as
 

dual
 

cores,
 

rely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channels
 

and
 

various
 

ports
 

along
 

the
 

southwest
 

border.
 

Among
 

them,
 

the
 

Eastern
 

Sichuan
 

market,
 

centered
 

on
 

Chongqing,
 

drove
 

eastward
 

openness,
 

while
 

the
 

Southern
 

Sichuan
 

market,
 

centered
 

on
 

Yibin,
 

led
 

southward
 

openness,
 

jointly
 

radiating
 

the
 

market
 

pattern
 

to
 

other
 

regions
 

of
 

Sichua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ual
 

cores
 

broke
 

the
 

traditional
 

closed
 

market
 

pattern,
 

advancing
 

Sichuan’ s
 

outward-oriented
 

market
 

to
 

a
 

more
 

ope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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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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